
【摘要】 本文基于CEPS2015数据，分析了流动儿童在迁入地习得的方言

能力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发现，方言能力构成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保

护力量，他们对方言越熟练，心理健康水平越高。在学校里，方言能力强的

流动儿童通过扩大交往、增强认同、赢得接纳等实现社会融合，进而维持和

提升心理健康水平。方言能力的心理健康效应还有赖于语言环境，在本县

（区）生源为主的学校中，方言能力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这表明倡导语言多

样性和文化融合具有重要意义，关注方言的情境适用性也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流动儿童 心理健康 方言能力 学校融合 语言环境

一、问题提出

心理健康指个体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认知合理、情绪稳定、行为适当、人际关系和谐的一

种完好状态，是健康的重要组成内容。中小学生处于成长关键阶段，他们的认知、情感、个性逐

渐成熟，保护其心理健康尤为必要［1］。当前，我国0－17岁流动儿童3426万，其中，中小学阶段

的流动儿童2372万，占69.24%［2］。大量研究表明，迁移对儿童心理带来了巨大挑战，相比本地

儿童，流动儿童存在更消极的心理评价，他们在焦虑、孤独与满意度等方面存在问题，且随时间

推移而得以延续［3］。这不仅关涉流动儿童发展，还影响所在家庭、小区乃至社会和谐。

现有影响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因素主要有三个层次［4］：从宏观的社会环境来看，城乡分割

的二元体制、户籍制度及隐含的社会文化差异不仅使流动儿童遭遇排斥，还使他们产生认同危

机。在中观的学校与社区特征方面，区别化安置、教师不公、同学歧视等构成流动儿童学习场

域的特殊一面，而地理偏僻、条件简陋、环境嘈杂等是该群体生活场域的普遍现象。至于微观

的家庭背景，偏低的阶层地位、不良的教养方式和较差的人际关系难以成为流动儿童心理防护

的安全港湾。更糟糕的是，不同层次因素彼此交织加剧了流动儿童的心理困境［5］。

然而，流动儿童作为情境中的行动主体，其心理健康是个体与环境互动的产物，除了来自

外部环境影响，流动儿童自身的因素也不容忽视。在以往研究中，自我效能感、抗逆力、人格等

个性因素获得较多关注，对流动儿童的资本和技能因素探讨较少。伴随文化社会学的兴起，语

言发展为一个关键分析性变量，并与个体健康密切相关。国外移民研究表明，语言在人们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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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阿里埃拉·沙赫特（Ariela Schachter）指出，与只掌握母语的移民相

比，那些精通母语和当地语言的双语移民会更好地对身心健康进行自我评估［6］。在国内，相关

研究往往把语言和健康作为两个独立事物来看待，而从语言角度来思考流动人口健康问题才

刚刚起步，且更多局限在普通话角度［7］。

我国地域辽阔、文化多元，各地都有自己的语言（即母方言）。虽然政府从上个世纪50年代

中期开始推广普通话，但方言仍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被广泛使用。横跨不同县（区）是流动儿

童的显著性标识，而对于操持母方言进入以普通话和当地方言为主的迁入地的他们来说，其学

习、交往与生活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语言障碍［8］。与李琳等着眼于从母方言转入普通话的适应及

对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不同［9］，本文指向另一种重要但被忽视的语码——当地方言，分析

他们在迁入地的方言习得及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二、文献梳理与研究假设

（一）方言能力与流动儿童心理健康

方言是一种与标准语（如普通话）有区别的、通行于某一地的语言。在国内人口迁移背景

下，已有学者基于语言的多种属性和功能考察了方言能力对流动人口的影响，包括方言能力的

经济和非经济效应［10－11］。方言能力与流动人口心理健康属于非经济效应范畴，但国内这方面

的研究十分缺乏。仅程菲等将方言视为文化适应的反映指标，探讨其对农民工心理健康的影

响，而由于年龄、阅历、适应能力等，流动儿童的情感调整状况与成年移民（如农民工）差异显

著，需要单独作为研究对象［12］。

同时，国外多数学者认为，移民对迁入地语言的熟练程度或双语能力可以有效改善他们的

自评和心理健康状况。凯文·波蒂等人（Kevin Pottie）的研究表明，由于移民前后的文化差异，不

擅于使用迁入地语言（如加拿大语）可能产生健康风险，反之则有助于健康保护［13］。我国各地

方言差异大，穿梭于不同地区的流动儿童常面临语言困扰，在某种意义上丝毫不亚于国际移

民。据此认为，流动儿童方言能力越强，其在迁入地适应越好，越有助于拥有健康心理。

假设1：方言能力越强，流动儿童心理健康水平越高。

（二）学校融合：方言心理健康效应的关键机制

来到迁入地，虽然家庭成员没有什么改变，但流动儿童家庭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变，并由

此导致某些方面的权益丧失，儿童需要对陌生环境再适应，在这个过程中，其心理健康势必受

到一定影响［14］。对于学龄流动儿童，学校是他们在迁入地面临的主要环境，也是社会化场所。

已有文献表明，流动儿童学校融合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心理状况，融合较好者会保持积极心态，

而融合不足者往往产生消极情绪［15］，同时方言作为地方文化的载体，被看作是包括流动儿童在

内的流动人口实现社会融合的主要手段［16］。据此认为，学校融合在方言能力与流动儿童心理

健康之间发挥中介功能。

假设2：方言能力通过学校融合正向影响流动儿童心理健康。

融合作为一个理论范式，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初美国芝加哥学派。罗伯特·E·帕克（Rob-

ert Ezra Park）等人把融合定义为个体或群体互相渗透、相互融合的过程，通过接触、竞争、适应

等最终融入主流社会，被称为经典线性融合理论。后经曲线融合理论发展到分层融合理论，分

层融合理论是对传统融合理论的发展，不仅考虑少数族裔在流入地社会经济背景的差异，也承

认融合方向、过程及结果的多样性［17］。遵循融合理论的双向、互动与多元性，我们认为学校融

合是流动儿童与迁入地学校双向互动、彼此认同的过程与结果：一是自我融入（又称学校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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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指流动儿童主动向迁入地学校靠拢，积极融入其中的行为；二是他者认可（又称学校接

纳），指迁入地学校对流动儿童的外部接受，乐意容纳他们的行为。

从自我融入来看，交往和认同是流动儿童学校融入的核心维度［18］。一方面，交往有助于流动

儿童心理健康，是环绕在身边的客观支持体系。流动儿童在迁入地学校与老师和同学的广泛交

往有利于扩大关系网络，减少心理“崩溃”，熟练使用方言将更有效地帮助流动儿童与他们建立紧

密的人际关系，提高心理健康水平［19］。另一方面，认同也有助于流动儿童心理健康，是内嵌于自身

的主观心理资源。流动儿童对迁入地学校的高认同感会增加归属感，掌握方言对流动儿童的认同

感及身心健康起重要作用，这在语言文化多元性的中国尤为突出［20］。综上所述，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1a：方言能力通过扩大学校交往来提升流动儿童心理健康水平。

假设2.1b：方言能力通过增强学校认同来提升流动儿童心理健康水平。

从他者认可看，生活场域中各个行动和关系主体的接纳是关键。在学校中，同伴接纳指年龄

相仿的儿童之间的一种共同活动并相互协作的关系，这一直是关注的焦点。大量研究表明，同

伴接纳程度直接影响儿童心理健康，同伴接纳程度高可减少其心理或内化问题，反之亦然［21］。

语言同化是流动儿童赢得同伴接纳的重要策略。根据语言认同理论，同一语言共同体的群体

内部在认知、态度、情感等方面有较大相似性，对外有排斥性［22］；国外经验研究也表明［23］，流动

儿童说本地方言是自我发出的一种认同信号，在接近本地同伴文化的同时，也能影响本地同伴

行为，更大程度地赢得他们的认可和接纳。综上，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2：方言能力通过赢得同伴接纳来提升流动儿童心理健康水平。

（三）语言环境与方言心理健康效应的异质性

个体总是嵌入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其心理健康在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中可能有不同的

表现。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在自然条件、历史传承、经济发展等方面差异显著，社会文化环境更

加多元，而语言作为社会文化环境的核心要素和符号标识，具有丰富多元的特点。因此，本研

究还关注迁入地语言环境带来的方言心理健康效应差异。

方言带有明显的地域性。在不流动的封闭系统中，人们都信奉当地的方言，尽管有官方普

通话的强势冲击，但方言依然保留了下来。当迈向流动的开放系统，不同地区的方言碰撞更加

强烈，普通话与方言的融合更加紧密，人口迁入地的语言环境也变得更加复杂，普通话、迁入地

方言和迁出地方言共存，使很多人成为双语或多语人［24］。

语言最本质的功能是社会交际，它不仅是语言的表达，更是身份的碰撞，人们总是在话语

沟通中确立其与社会的关系［25］。流动儿童也在意社会身份，他们交际时往往根据不同情景选

取话语以提升自己的形象。当学校本县（区）户籍生源的学生占多数时，意味着语言环境相对

简单，除了普通话，迁入地方言在平时的学习和生活中占优势，因而，流动儿童会说本地方言不

仅传递了主动融入迁入地的友好信号，也能减少来自迁入地的排斥与歧视，赢得对方信任和好

感，拓宽学习和生活圈子，有助于提高心理健康水平。据此提出假设3。

假设3：在本县（区）户籍生源多的学校，流动儿童方言心理健康效应更加明显。

三、数据、变量与测量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2015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设计和完成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

据（简称CEPS2015）。同时，根据本研究的分析对象要求，我们通过被访学生的“户口登记地（即

是否为本县区）”和具体户口所在地甄别出流动儿童1769名，删除少量无效值和缺失项后，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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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分析的有效样本为1279名。

（二）变量测量

1. 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为心理健康。它考察了被调查学生的心理状态，CEPS中问题设置为“在过去

的七天内，你是否有以下感觉：‘沮丧’‘消沉得不能集中精力做事’‘不快乐’‘提不起劲儿来做

事’‘悲伤，难过’‘紧张’”，回答选项均为“从不”“很少”“有时”“经常”“总是”五个等级，一致性

系数（Cronbach α）为0.904。我们将每道题计分逆向调整，分别记5－1分，然后采取主成分分

析法提取公因子，并转换为1－100分的心理健康指数，分数越大，表明流动儿童心理越健康。

为了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我们还以孤独感作为心理健康替代指标。CEPS中问题是“你

是否同意下列说法：我在这个学校里感到很无聊”，回答选项为“完全同意”“比较同意”“比较不

同意”“完全不同意”四个等级，分别记1－4分，分数越大，表明流动儿童心理越健康。

2. 自变量

本文的自变量为方言能力。CEPS中问题设置为“你会本地方言吗？”，回答选项为“完全听

不懂”“能听懂，但不会说”“只会说一点”“基本会说，水平一般”“会说，很流利”五个等级，分别

记1－5分，分数越大，表明流动儿童方言能力越强。

3. 中介变量

本文的中介变量为学校融合，具体操作化为代表自我融入的学校交往与认同和体现他者

认可的同伴接纳①。其中，代表自我融入的学校交往、学校认同分别通过流动儿童在学校的朋

友关系网络、流动儿童对学校的情感归属与身份认同来衡量。前者CEPS中设置了“请列出你

最好的五个朋友的名字，他们是否与你同校？”，其一致性系数（Cronbach α）为0.771。将回答选

项“是”“否”分别记1－0分，加总后得到0－5分的连续型变量，分数越大，表明流动儿童学校交

往越广；后者由CEPS中“我经常参加学校或班级组织的活动”“我对这个学校的人感到亲近”

“我希望能去另外一个学校（反向计分）”的四点量表构成，其一致性系数（Cronbach α）为0.521，

加总后得到3－12分的连续型变量，分数越大，表明流动儿童学校认同越强。

体现他者认可的同伴接纳通过本县（区）同学对流动儿童的接受、认可与友好来衡量，CEPS

中设置了“你班上的本县（区）同学愿意和外县（区）城市来的同学成为朋友吗”“你班上的本县

（区）同学愿意和外县（区）农村来的同学成为朋友吗”“班里大多数同学对我很友好”，其一致性

系数（Cronbach α）为0.477。将回答选项“愿意（同意）”“不愿意（不同意）”分别记1－0分，加总

后得到0－3分的连续型变量，分数越大，表明迁入地学校的同伴接纳越好。

4. 调节变量

本文的调节变量为语言环境。它与流动儿童所处的生活场景密切相关，通过他们在学校

互动时的语言状态来衡量，即在以本县（区）户籍生源为主的学校，流动儿童学习或玩耍更多地

遇到本县（区）的师友，并在以本地方言为主的交际空间。CEPS中设置了“学校八年级的学生

中，下列各类学生的比例：‘本省其他县（区）户籍’‘外省户籍’”，加总后得到0－1的连续型变

量。为了数据分析的简约性，我们将回答选项转换为二分变量，即外县（区）户籍学生比例小于

或等于0.5、大于0.5，分别记0、1分。

5. 控制变量

本文的控制变量涉及学生个体、家庭和学校特征。其中，学生个体特征包括户口类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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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独生子女、是否经常生病、自我效能感和未来信心度；家庭特征包括家庭结构、家庭经济和家

庭关系；学校特征包括学校类型、学校区位和学校是否有健康教育课。

四、结果分析与假设回应

（一）方言能力对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

方言能力是个体自致的一项重要资本和技能，是一个知识累积的过程，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

间和精力。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显示，流动儿童方言能力均分为3.38，介于“只会说一点”和“基

本会说，水平一般”之间。在该群体中，面对“你会本地方言吗”这道题，“完全听不懂”的占12.20%、

“能听懂，但不会说”的占20.72%、“只会说一点”的占15.95%、“基本会说，水平一般”的占19.08%、

“会说，很流利”的占32.06%。由此，绝大多数学龄流动儿童都或多或少地了解迁入地方言。

拥有不同方言能力的流动儿童在心理健康水平上差异显著。表1显示，流动儿童心理健康

水平均分为69.48，属于中等偏上水平。在该群体中，“完全听不懂”的心理健康均分为65.29、

“能听懂，但不会说”的心理健康均分为69.32、“只会说一点”的心理健康均分为68.03、“基本会

说，水平一般”的心理健康均分为70.53、“会说，很流利”的心理健康均分为71.29。流动儿童心

理健康水平与其对本地方言的熟练程度保持一致，大体呈“平稳上升”状态，该发现初步验证了

方言能力的心理健康促进效应。

表1 方言能力与流动儿童心理健康

方言能力

心理健康

完全听不懂

能听懂，但不会说

只会说一点

基本会说，水平一般

会说，很流利

差异性检验

均值

65.29

69.32

68.03

70.53

71.29

F（4，1274）=2.49，p<0.05

标准差

22.35

20.75

23.11

20.87

22.50

为了准确地反映方言能力对流动儿童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我们采取逐步纳入的方式进

行模型估计。表2显示，模型1.1中方言能力的回归系数为1.192，且具有统计显著性。这说明，

方言能力越强，流动儿童心理健康水平越高。模型1.2在模型1.1的基础上加入了学生个体、家

庭和学校特征变量，方言能力的回归系数虽然有所减少，但仍为正值（1.140）且在0.01水平上显

著。这再次证实了方言能力与流动儿童心理健康水平之间的正向关联，假设１得到支持。

表2 方言能力对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①

变量

自变量

方言能力

控制变量

F

ΔR2

注：（1）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2）+p<0.1；*p<0.05；**p<0.01；***p<0.001。下同。

模型1.1

1.192**（0.431）

未控制

7.66**

0.005

模型1.2

1.140**（0.430）

已控制

10.01***

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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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言心理健康效应的作用机制

方言能力会以什么方式作用于流动儿童心理健康水平？目前来看，学校仍是流动儿童与

迁入地社会交锋的中心［26］，本文聚焦这一重要生活场景，力图揭示方言能力是如何通过改善他

们的学校境遇来推动心理发展的。

模型2.1在模型1.2的基础上纳入学校融合。学校融合的回归系数为2.589，且在0.001的显

著性水平通过检验，说明学校融合有助于流动儿童心理健康发展，表现为学校融合每增加1个

单位，流动儿童心理健康水平相应提高2.589个单位。在添加学校融合后，方言能力的回归系数

从模型1.2的1.140减至1.050（p<0.05），说明学校融合在相当程度上解释了流动儿童心理健康

的方言能力效应，是连接方言能力与心理健康的有效中介。假设2得到支持。

模型2.2到模型2.5更细致地检视了学校融合三个子维度的影响及差异。模型2.2在模型1.2

的基础上纳入学校交往。学校交往的回归系数为1.037，且具有统计显著性，说明学校交往对流

动儿童心理健康具有促进作用。在添加学校交往后，方言能力的回归系数减至1.086（p<0.05），说

明学校交往部分解释了拥有不同方言能力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差异。假设2.1a得到支持。

模型2.3在模型1.2的基础上纳入学校认同。学校认同的回归系数为1.213，且在0.001的显

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说明学校认同也正向影响了流动儿童心理健康。在添加学校认同后，方

言能力的回归系数低至0.958（p<0.05），说明学校认同也部分解释了拥有不同方言能力流动儿

童的心理健康水平差异，其影响效应大于学校交往。假设2.1b得到支持。

模型2.4在模型1.2的基础上纳入同伴接纳。同伴接纳的回归系数为2.137，且在0.05的显

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说明同伴接纳同样有利于流动儿童心理健康。在添加同伴接纳后，方言

能力的回归系数降至1.135（p<0.05），说明同伴接纳也部分解释了拥有具有不同方言能力的流

动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差异，其影响效应小于学校交往。假设2.2得到支持。

模型2.5同时纳入学校融合的三个维度。学校融合子维度的影响具有很大稳健性，除了同

伴接纳，学校交往和学校认同与之前模型结果保持一致，都对流动儿童心理健康水平产生积极

作用。而且，方言能力的回归系数变得最小（0.943），且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再结

合模型2.1可知，学校融合作为中介变量是合理的，并扮演了重要的链接功能。

表3 学校融合对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①

控制变量

自变量

方言能力

中介变量

学校融合

学校交往

学校认同

同伴接纳

F

ΔR2

模型2.1

已控制

1.050* （0.417）

2.589***（0.613）

11.19***

0.132

模型2.2

已控制

1.086*（0.429）

1.037**（0.364）

9.97***

0.118

模型2.3

已控制

0.958* （0.430）

1.213***（0.323）

10.33***

0.122

模型2.4

已控制

1.135**（0.429）

2.137*（1.076）

9.72***

0.115

模型2.5

已控制

0.943*（0.429）

0.790*（0.371）

1.027**（0.334）

0.934 （1.112）

9.65***

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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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进一步检验了学校融合在方言能力与流动儿童心理健康水平之间的中介效应，并考察了

学校融合及其三个子维度的作用大小。结果显示，方言能力的总效应系数为1.140，且在0.01的

显著性水平通过了统计检验，说明方言能力构成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有效支持力量，其作用大小

为1.140，与模型1.2的结论相同。其中，方言能力的直接效应系数为0.944，且在0.05的显著性水

平通过了统计检验，说明添加学校融合这一中介变量后，方言能力仍能正向地影响流动儿童心理

健康，其作用大小为0.944，占总效应的82.80%。方言能力的间接总效应系数为0.196，且在0.01的

显著性水平通过了统计检验，说明学校融合确实在方言能力与流动儿童心理健康之间具有正向的

中介效应，其作用大小为0.196，占总效应的17.20%，具体表现为，学校交往的作用大小为0.041，学

校认同的作用大小为0.153，同伴接纳的作用大小为0.002，再次证实了模型2.1到模型2.4的结论。

表4 学校融合的中介作用分析①

方言能力的总效应、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

类型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总效应

间接分效应

学校交往

学校认同

同伴接纳

系数

1.140

0.944

0.196

0.041

0.153

0.002

标准误

0.427

0.429

0.074

0.032

0.063

0.010

P值

0.008

0.028

0.008

——

——

——

各效应占比（%）

——

82.80

17.20

3.59

13.46

0.15

（三）语言环境的调节作用

方言是一种外显性的地域文化载体和当地人际交流的重要媒介，其使用范围和效果也往

往局限在特定的空间和人群。那么，方言能力的心理健康效应会因流动儿童所处生活空间的

不同发生怎样的变化？本文以本县（区）生源学生比例为依据来区分学校空间类型，以检视语

言环境对方言能力与流动儿童心理健康关系的调适。

表5 方言能力与流动儿童心理健康：不同县（区）学生比例的学校空间分析②

控制变量

自变量

方言能力

模型3.1

已控制

1.297*
（0.518）

外县（区）学生比例<0.5

模型3.2

已控制

1.146*
（0.479）

模型3.3

已控制

1.271*
（0.518）

模型3.4

已控制

1.018*
（0.516）

模型3.5

已控制

1.262*
（0.517）

外县（区）学生比例≥0.5

模型4.1

已控制

0.661
（0.875）

模型4.2

已控制

0.150
（0.952）

模型4.3

已控制

0.515
（0.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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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中介变量

学校融合

学校交往

学校认同

同伴接纳

N

F

ΔR2

模型3.1

883

7.81***

0.122

外县（区）学生比例<0.5

模型3.2

3.198***
（0.713）

883

9.51***

0.143

模型3.3

0.753+

（0.432）

883

7.58***

0.124

模型3.4

1.756***
（0.394）

883

8.61***

0.141

模型3.5

2.788*
（1.382）

883

7.64***

0.125

外县（区）学生比例≥0.5

模型4.1

396

3.52***

0.103

模型4.2

已控制

396

3.37***

0.128

模型4.3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396

3.28***

0.108

从本县（区）学生为主［“外县（区）学生比例<0.5”］的学校空间来看，模型3.1显示，方言能力

的回归系数为1.297，且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统计检验，说明该类型学校空间中方言能

力对流动儿童心理健康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学校本县（区）学生比较多，他们在教室、操场、

宿舍等场合会大量使用或夹杂着本地方言，而在此语境下，方言能力强的流动儿童更容易与之

打成一片，有助于身心发展。这与全样本模型1.2的结论一致。同时，模型3.2到模型3.5显示，

学校融合及三个子维度均有助于流动儿童心理健康，表现为学校融合、学校交往、学校认同和

同伴接纳每增加1个单位，流动儿童心理健康水平依次相应提高3.198、0.753、1.756、2.788个单

位。而且，学校融合及三个子维度均在方言能力与流动儿童心理健康之间扮演正向中介角色，

表现为添加学校融合、学校交往、学校认同、同伴接纳维度后，方言能力的回归系数依次降至

1.146、1.271、1.018、1.262。这与全样本模型2.1到模型2.4的结论一致。

从外县（区）学生为主［“外县（区）学生比例≥0.5”］的学校空间来看，模型4.1显示，方言

能力的回归系数为0.661，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该类型学校空间中方言能力也有利

于流动儿童心理健康，但这一结论仅适用于调查样本，不具备统计推广性。同时，模型4.2

和模型4.3显示，纳入学校融合及三个子维度后，尽管方言能力的回归系数有所减少，但没

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证实了方言心理健康效应的情境性，而这与上文全样本模型和“外县

（区）学生比例<0.5”的学校空间中的发现均不相同。可能的解释是，学校外县（区）学生比较

多，而来自全国各地的他们除了扩大交往对象的异质性，还增加了语言环境的多样性，因

此，大家更可能采取官方语言——普通话，以减少彼此交流不便，也就降低了本地方言的使

用概率和影响程度。

在人口流动背景下，普通话和本地方言共同构成流入地的强势语言，流动人口会向这两

种语言靠拢，但现实情境中二者并非以完全独立的形式存在，因而会形成潜在冲突的局面，

表现为普通话对方言效应的消解或方言对普通话效应的替代［27］。正如上文所示，流动儿童

大多能够在各种交际空间面对不同交际对象理性地进行本地方言和普通话的语码转换，从

而更好地完成社会融入，即本地方言更多地运用于外县（区）学生较少的学校空间。假设3

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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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内”与“外”是审视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两个方向，前者指涉流动儿童自身，后者侧重流动

儿童所处的社会环境。与以往强调外部效应不同，本文立足流动儿童自身，分析方言能力对其

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并以社会融合理论为指导，揭示方言心理健康效应的作用机制和条件。

首先，大多数流动儿童在不同程度上掌握本地方言，并构成他们心理健康的有效保护力

量。方言是地域文化的载体，在同一地域，辨识不同群体的最明显标识是方言，即“开口识

人”。相比而言，流动儿童更能感知方言差异及其引发的歧视、排斥、区隔等问题，并进一步影

响身心健康，与此同时，他们也采取向迁入地靠拢的话语选择策略，减少方言障碍。在被调查

流动儿童中，近九成的人对本地方言有一定了解，甚至超过三成的人熟练地掌握本地方言。与

成年人不同，方言能力还给流动儿童带来了非经济回报——心理健康效应。

其次，学校融合有助于流动儿童心理健康，这是方言能力影响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重要途

径。学校是流动儿童在迁入地最主要的生活场景，其学校融合状况直接关系心理发展，而在影

响学校融合的诸因素中，方言能力是一个重要却又被忽视的解释变量。本文把学校融合操作

化为流动儿童的自我融入和学校社会的他者认可这一双向过程与结果，并构建了“方言能力－

学校融合－心理健康”的中介分析链条。一方面，无论是代表自我融入的学校交往和认同，还

是反映他者认可的同伴接纳都对流动儿童心理健康发挥显著的正向影响。另一方面，学校融

合确实构成连接方言能力与流动儿童心理健康之间的一个重要桥梁，但相比而言，自我融入的

中介作用更大，尤其以学校认同最为明显。

最后，方言心理健康效应依赖于流动儿童所处的语言环境。作为人际交往媒介——语言

的使用面向特定交际空间。通常，凡在私密、封闭的空间（如面对熟悉的老乡），以及交际时对

象少而固定等非公众化空间，普通话使用率降低，方言使用率提高，由此导致普通话与方言的

功能差异［28］。同样，语言环境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方言心理健康效应的边界，在本县（区）学生

为主的学校，方言能力显著地改善了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状况，而在外县（区）学生为主的学校，

其作用效果不明显。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指出，“加强心理健康促进，有助于促进社会稳定和人际

关系和谐、提升公众幸福感。”在人口迁移家庭化的今天，保障和提升流动儿童心理健康意义非

凡。本文的政策启示包括：一是充分认识和挖掘方言能力的非经济回报，特别是它与流动儿童

心理发展的正向关联，为政府和社会解决其心理健康问题提供了新视角。不同于语言经济学

的市场利益导向，可以通过国家语言政策倡导、学校文化教育、社区公益宣传等途径，帮助引导

迁入地树立方言服务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的意识。

二是高度关注学校融合对于流动儿童的价值和意义，它在连接方言能力与流动儿童心理

发展内在路径的同时也独立地施加影响，为政府和社会解决其心理健康问题提供了重要基地

和平台。学校是流动儿童从老家到迁入地心理适应的主阵地，可以通过校内语言规范、正式课

堂引导、综合实践活动、民俗文化表演等方式，增进流动儿童学校融合。

三是有效辨识不同语码（普通话和本地方言）的作用条件，更好地发挥其心理健康促进效

应。言语以交际空间为边界，应根据流动范围、流入区域和交际对象等情境实施语言精准扶

贫：在本地方言流行的语言环境，既鼓励流动儿童自主学习本地方言，也倡导政府、社区和公益

组织等加强以本地方言为基础的跨文化培训与交流活动；在普通话流行的语言环境，可以通过

加大普通话推广、教育与培训，促进社会标准语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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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囿于二手调查资料限制，本研究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有待于深入探讨：一是方言能

力作用于心理健康的中介机制还不够全面。除了学校，社区、公园与文化馆等也是流动儿童

生活的重要场所，本地方言在其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二是方言心理健康效应的异质性分析

还不够充分。我国各地方言的习得和使用差异较大，如闽南话和东北话，需要引入地域等空

间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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